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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地方互动视域下海南省海洋环境
治理政策分析

谢安祺1，马仁锋1,2

（1. 宁波大学地理科学与遥感技术学院 宁波 315211；2. 浙江省新型重点专业智库宁波大学东海研究院 宁波 315211）

摘要：全球化背景下海洋环境陆海统筹治理模式亟待通过全球—地方互动视域进行全面阐释。以

海南省为典型案例分析海洋环境治理政策的多尺度协同逻辑，对于流动性全球化海洋环境治理实

践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和必要条件分析（NCA），探讨了制

度导向型命令控制、空间治理型市场激励、技术驱动型信息公开和协同共治型公众参与四个因素

对全球—地方互动视域下海南省海洋环境治理的协同影响和海洋环境治理差异化的多元组态路

径。研究发现：（1）海南省海洋环境治理政策经历了起步探索、体系构建、战略深化以及高质量

提升阶段；（2）任何单一因素都无法独立构成实现海洋环境治理的充分或必要条件，各要素组合

产生 3 条海洋环境治理实践组态路径，可归为“政府主导型”“多元协同型”和“公众驱动型”三

种模式；（3）针对不同路径特征，应分别强化制度协同与信息治理能力、完善多主体协同治理机

制以及提升公众参与的制度保障；（4）在全球—地方互动背景下，海洋环境治理政策应从海域治

理的空间统筹、陆域治理的岸带管控及全球制度与地方实践之间的互动实现路径重构。未来海洋

环境治理政策需在全球制度框架与地方实践的持续互动中协同推进，实现政策效能与生态—社会

效益的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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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gainst the backdrop of globalization，the integrated land-sea governance model for the marine environment 

urgently requires comprehensive elucidation through the lens of global-local interaction．Analyzing the multi-scalar 

collaborative logic of marin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olicies，taking Hainan Province as a representative case i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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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t importance for advancing marin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ractice within amid globalization dynamics． 

Using the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fsQCA）method and necessary condition analysis（NCA），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ynergistic influence of four factors，namely，institution-oriented command and control, spatial 

governance-oriented market incentives，technology-driven information disclosure，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riented public participation，on the marin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Hainan Provi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local interaction， and identifies multiple configurational pathways for differentiated marin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The findings show that：（1）Hainan Province’s marin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olicy has undergone 

a phase of initial exploration，system construction，strategic advancement，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2）No 

single factor alone constitutes a sufficient or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realizing marin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rather，

the combination of various elements generates three distinct configurational pathways for governance practice，which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hree models： “Government-Led，”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tive，” and “Public-Driven．” 

（3）In light of the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different pathways，efforts should be directed toward-respectively-

strengthening institutional coordination and information governance capabilities，refining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echanisms，and enhancing institutional safeguards for public participation．（4）Within 

the context of global-local interactions，marin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olicies should undergo a reconstruction of 

their implementation pathways，focusing on the spatial coordination of marine domain governance，the coastal zone 

management of terrestrial domains，and the interplay between global institutions and local practices．Moving forward，

marin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olicies must be advanced synergistically through the continuous interaction between 

global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and local practices，thereby achieving a significant enhancement in both policy efficacy 

and eco-social benefits.

Keywords：Globalization；Integrated land-sea territorial spatial governance；Marin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slands and their surrounding contiguous seas； Marine human geography

0 引言

从“建设海洋强国”到“坚持陆海统筹，加快

建设海洋强国”，再到不断探索推进“发展海洋经

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快建设海洋强国”，体

现了海洋事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与海洋生产力之间的

伴随与互促［1］。海洋强国建设不仅要着眼于本国内

部的海洋经济发展、海洋科技创新或海洋权益维护

等传统议题，更应兼顾国际与国内两个大局，在全

球海洋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推动全球海洋的可

持续发展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2］。经济社会的

发展需要一个健康的海洋生态系统，健康海洋和可

持续发展受到各国的重视［3］。在全球化助力下，环

境问题的影响越发突破单一城市的范围，呈现区域

性和复合型特征，对区域层面的环境治理合作提出

更高的要求［4-5］。2023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洋环境保护法》进一步强化了对陆海统筹、生态

红线、海洋碳汇及海岸带协同治理等要素的制度约

束，作为沿海地区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理念与实

施重点，陆海统筹要求践行陆海一体的内在需求。

岛—海交互理念正是响应这一要求、落实“多规合

一”的有效路径，从而推动海岛陆域与海岛周边海

域两大空间地理单元开发和保护活动协调发展。海

南省海域面积辽阔，生态系统多样，是中国重要的

海洋经济发展区域和生态保护前沿。在全球海洋治

理框架下，优良的生态环境既是海南自贸港建设的

基础条件，也是助力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要素［6］。如何在高水平对外开放典型范例中推动海

洋生态文明建设、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及构建

符合全球海洋治理趋势的地方性政策框架，是海南

省需要深入研究的重点课题。

从全球—地方互动视角探讨沿海城市在海域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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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治理中的问题，为实现海洋与陆地生态环境的协

调发展提供了路径和经验：①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

理的演进与机制构建。从 1972 年《防止倾倒废物和

其他物质污染海洋公约》的签署，到 1982 年《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通过及其于 1994 年正式生效，

对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提出的全球合作要求，以

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

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均体

现了不同时代和背景下全球共同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的关切［7］。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构建应遵

循海洋命运共同体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在设计

关键要素时需充分考虑体系内各主体的话语权诉求、

利益分配诉求以及观念诉求，并确立相应的评估体

系［8］。②国际海洋环境治理的经验与多层级合作路

径。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在解决海洋问题中发挥着关

键的作用，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为中心，国家行为

体与非国家行为体共同参与海洋治理相关行动［9］。

在全球海洋治理结构趋向扁平化、欧盟多层级治理

实践逐步拓展、欧盟海洋城市参与全球海洋治理能

力与意愿提升的作用下，欧盟海洋城市积极通过纵

向路径与横向路径开展多层级全球海洋治理［10］。 

日本“依法治海”的海洋综合管理经验值得借鉴，

东亚海域污染合作治理法律制度的建立是跨域污染

得以有效治理的基础和依据［11］。③中国在全球—

地方多尺度体系下的海洋环境政策演化。作为全球

治理的积极参与者，中国将在“全球—区域—国

家—地方”四级治理体系下，推动“海洋生态环境

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探索全球利益关照下的区域

利益与国家利益观，进而优化海洋生态环境治理能 

力［12］。以把握好中国与东盟治理角色定位、倡导多

元主体参与为切入点，建立以规则制度建设为核心、

组织管理机制与行动机制为支撑的南海区域性海洋

生态环境治理机制［13］。

现有关于海洋环境治理政策的研究多集中于宏

观层面的理论探讨和政策框架分析，针对县域这

一政策执行基础单元开展深入分析的文献相对不

足，尤其缺乏对陆海国土空间统筹治理背景下多元

政策工具组合路径的深入探讨。海南省作为典型的

海洋经济省份，其县域层面的政策实践具有一定代

表性，但相关研究多从资源开发或生态保护的单一

视角出发，缺乏对政策组合与环境保护效果之间关

联的综合分析。基于此，本文从全球—地方互动的

视角出发，结合海南省县域层面的空间治理实践，

引入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fsQCA）方法和必要条件分

析（Necessary Condition Analysis，NCA）方法，

以揭示海南省海洋环境治理政策背景下的实施路

径和效果，有助于拓展全球—地方互动视域下县域

尺度陆海国土空间治理的政策研究，也为提升基层

政策实施效能与空间治理能力提供经验支持与实证 

依据。

1 理论阐释与分析框架

1.1 海洋环境治理的理论内涵

在海洋环境治理研究中，陆海国土空间统筹、

全球—地方互动和尺度重构共同构成了分析的重要

理论支撑。陆海国土空间统筹提供了治理的目标与

理念导向，强调从整体性和系统性出发，实现陆域

与海域的国土空间协调与功能互补。全球—地方互

动揭示了海洋环境治理在全球化趋势下的逻辑，凸

显地方政策与国际规则之间的双向作用关系。尺度

重构则聚焦于跨尺度制度运行条件，强调多层级治

理的协调与合作对于政策执行成效的关键作用。

陆海统筹是国土空间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

要理念，强调将陆域与海域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规划

和管理。随着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陆源污染通

过河流排入海洋，引发近岸海域水质恶化、赤潮频

发和生物多样性下降等问题，传统以末端治理为主

的模式难以应对此类系统性环境挑战，亟须从陆海

统筹视角对水环境问题进行系统性溯源［14］。陆海统

筹治理的实施，打破了传统的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

能够改变我国沿海各地以往各自为政、缺乏协调的

管理方式，构建起一个统一的治理体系和政策框架，

有利于打破部门壁垒，实现信息的互联互通［15］。 

因此，科学界定了陆海界面跨系统影响范围，就基

本确定了空间规划中陆海统筹的空间范围，不仅可

以作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锚点，也对政府海洋治

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积极影响［16］。全球—地方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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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强调地方治理与全球制度框架之间的双向关系。

在全球化进程中，国际海洋治理规则、跨国环境保

护公约以及全球气候议程不断对地方政策形成约束

与引导。同时，地方在政策创新、制度试验和治理

经验方面又能反作用于全球层面，推动国际规则的

适应性调整。全球—地方互动推动了不同国家及地

区间经济、政治、文化、环境保护等领域的交流与

合作，促进资源共享、经验交流和技术创新，有助

于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17］。尺度重构凸显了

海洋环境治理的跨尺度特征。海洋环境治理往往超

越地方范围，涉及国家战略与全球议程，其治理成

效取决于不同尺度的权力配置、资源分配和制度安

排。尺度重构既是实现空间治理的核心手段，也

是透视空间治理活动中权力结构演化、“政府—市

场”关系调适和治理资源配置变迁的核心理论［18］。

尺度重构并不意味着行政区划的直接调整（刚性调

整），而更多体现在国家—区域治理过程中的柔性

调整和制度创新［19］。

1.2  全球化压力影响下海岛陆域及其周边海域海洋

环境治理分析框架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岛屿地区的海洋

生态环境深度嵌入产业、旅游、航运及资源利用等

跨区域流动网络之中，呈现出多尺度、跨边界的环

境问题。首先，产业空间扩张与转移、全球港口网

络与国际航运活动使远洋船舶成为外来物种和污染

物的主要载体，同时，原油、重油泄漏等突发环境

事件频发，增加了岛屿海域的外源性风险。其次，

受免签、离境退税等政策驱动，旅客跨境规模快速

扩张，邮轮旅游的短时高密度客流在停靠期间对岸

上资源、港口承载力、垃圾处理等方面造成冲击，

加剧了本地生态资源的时空压力与消耗。此外，深

海渔业、油气与矿产等海洋资源开采加剧了对脆弱

生态系统的扰动。最后，受信风与洋流驱动，全球

性海洋污染物在跨区域传输中不断扩散，导致岛屿

地区不仅承受着本地污染压力，还面临全球污染网

络的持续输入。因此，岛屿地区的海洋环境问题呈

现出典型的跨域特征，其治理已超越地方制度，成

为全球—地方互动下的复杂统筹过程。

面对多元复杂的环境压力，地方政府的政策响

应与治理能力成为连接全球化影响与本地生态修复

的关键纽带。基于陆海国土空间统筹治理、全球—

地方互动与尺度重构等理论视角，构建全球—地方

互动视域下海洋环境治理政策分析框架（图 1），以

揭示岛屿海洋生态治理的多维逻辑与作用机制。将

岛屿地区视为一个岛—海交互的复合系统，强调

“岛屿不是孤立的，而是通过海洋与世界相连”的

事实。首先，在政策类型划分维度上，立足陆海统

筹理念，将政策划分为陆域环境政策与海岛周边海

域环境政策两类，揭示全球化活动与地方发展行为

之间的陆海互动影响。其次，在治理工具配置维

度，将地方政策工具划分为制度导向型命令控制、

空间治理型市场激励、技术驱动型信息公开、协同

共治型公众参与四类，构成影响生态质量的核心变

量。这些工具的组合配置决定了地方如何在全球压

力与本地响应之间实现调节与平衡，并通过制度创

新影响全球治理议程。最后，在治理过程维度，引

入尺度重构视角，强调多层级政府间的协调与跨尺

度治理安排。海洋环境治理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地

方政府自身政策工具的组合效率，还依赖于国家战

略与全球规则的衔接与互动。基于上述分析框架，

本文采用 fsQCA 和 NCA 两种方法对海南省海洋环

境治理政策进行实证研究，以识别政策工具配置模

式对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差异化作用路径，进而揭

示全球—地方互动背景下海洋环境治理的制度逻辑

与优化路径。

2 研究区概况、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海南省全省陆地总面积为 3.54 万 km2，海洋面

积约为 200 万 km2，是中国海域面积最大的省份。海

南省位于中国最南端，北以琼州海峡与广东省划界，

西隔北部湾与越南相望，东面和南面与菲律宾、文

莱、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为邻，是“21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的战略支点。海南省在海洋环境治理领域已

推出一系列创新性政策与措施，包括建立海洋生态

补偿机制、实施近岸海域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及

推动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等。这为地方探索陆海统

筹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具有较强的示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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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海南省各县（市）为基本空间分析单

元，研究范围涵盖海口市、三亚市、儋州市、文

昌市、琼海市、万宁市、东方市、澄迈县、临高

县、昌江黎族自治县、乐东黎族自治县和陵水黎族

自治县共 12 个沿海县（市）。上述 12 个县（市）

均处于《海南省海岸带及海洋空间规划（2021—

2035 年）》所划定的四大海岸带范围内：北部海岸

带（海口、文昌、澄迈）、东部海岸带（琼海、万

宁）、南部海岸带（三亚、陵水、乐东）、西部海岸

带（儋州、临高、昌江、东方及洋浦经济开发区）。

该规划结合自然生态状况与行政区域界限，明确了

各海岸带的功能定位和发展重点，推动区域间的差

异化协同发展。因此，12 个沿海县（市）既覆盖了

海南省海岸带的主要生态系统与功能区，也是实施

陆海国土空间统筹治理和政策实践的关键载体。考

虑到本文聚焦于区域层面海洋环境治理实践的差异

与政策效应，分析尺度更侧重于功能区与空间治理

单元的可比性，而非行政等级的制度差异。为此，

本文在分析设计中将海口、三亚、儋州等地级市按

照其沿海辖区的空间特征进行分区处理，使其在研

究尺度上与其他沿海县（市）保持一致。这一处理

旨在保证空间分析的统一性和政策比较的科学性，

并不否认其地级行政地位。此外，三沙市作为海南

省下辖的地级市，虽具有重要的国家海洋权益与战

略管理职能，但其行政范围主要涵盖南海岛礁与周

边海域，人口分布及常规海岸带治理特征与海南岛

图 1 全球—地方互动视域下海洋环境治理的分析框架

Fig.1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marin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local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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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岛存在一定差异。鉴于数据可得性及研究重心的

局限性，本文未将三沙市纳入实证分析范围。

2.2 研究方法

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以集合论和布尔运算为基础，

将案例视作原因与条件组成的整体，关注条件组态

与结果间复杂的因果关系，为解释非对称、并发因

果、等效性等复杂因果关系提供了新的工具与路 

径［20-21］。NCA 方法不仅可对前因条件是否构成结果

产生的必要前提作出判定，还能以定量分析的研究

视角，测度前因条件对结果成立的必要性程度［22］，

从而进一步弥补 fsQCA 的不足。为系统分析不同案

例区在全球—地方互动实践中相关条件差异对海洋

环境治理政策效果的影响，本文在采用 fsQCA 方法

的基础上补充 NCA 方法，在县域尺度上探讨政策工

具的组合路径及其治理成效差异，识别不同情境下的

政策实施机制，为完善全球—地方互动视域下岛屿地

区的陆海空间协同治理提供方法支撑与实证基础。

2.3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为确保所选政策文本的针对性与代表性，在

搜集海南省沿海县（市）的海洋环境政策文本过程

中，遵循下述原则：①聚焦国家和海南省在海洋

环境治理领域的重点部署，优先筛选与“十三五” 

“十四五”期间政策规划高度衔接的文件；②严格

筛选直接涉及海洋环境治理的政策文本，确保研究

主题的聚焦性与分析深度；③政策文本包括法律法

规、规划（含意见稿）、方案及通知等类型，政策解

读、批复等不纳入研究范围［23］；④对于同一政策

的多个版本，遵循“最新即最优”原则，确保分析

文本与当前政策环境高度契合；⑤针对文本较少的 

县（市），研究确保所选文本在内容上具有较强的代

表性与分析价值。对于政策文本数量较多的县（市）， 

从政策内容的多样性与治理导向的深度出发，进行

重点分析。

数据来源主要包括两类。一是规划类文本，涵

盖 12 个沿海县（市）的“十四五”海洋生态环境

保护规划；二是政策文本，主要来自海南省及各

县（市）政府官方网站，并辅以北大法宝数据库检

索。在检索过程中，以“全球—地方”“海洋环境

治理”“海洋生态环境保护”“陆海统筹”等关键词

进行多轮组合检索，确保覆盖全面。

在数据处理环节，通过关键词初步筛选获取政

策文本原始文件，更加关注既涉及海域环境治理，

又兼顾陆域生态、空间利用与经济发展的政策文

本。此外，对政策文本内容进行人工甄别，识别标

准包括政策是否明确涉及海洋环境治理目标、措施

与执行主体，对仅简单提及生态文明或未涉及海洋

环境治理的文本予以剔除。经过上述流程，共筛选

出有效政策文件 32 份。虽然文本数量有限，但通

过多渠道获取、严格筛选和人工识别，确保了所选

文本在政策内容、治理导向上的典型性与代表性，

从而具备较强的分析价值与研究支撑作用。

2.4 变量设定与赋值

定性比较分析条件变量的数量与案例样本的数

量要保持良好平衡，理想的平衡状态没有绝对的数

值范围，在中等样本（10 ～ 60 个案例）的分析中，

通常选择 4 ～ 7 个条件变量［24］。通过分析海洋生

态环境保护规划文本和相关政策法律，本文从制度

导向型命令控制、空间治理型市场激励、技术驱动

型信息公开和协同共治型公众参与四个维度分析全

球—地方互动视域下海南省海洋环境治理政策的路

径，将上述 4 个维度设定为 fsQCA 的条件变量。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遴选 11 个具体变量指标（表 1）。 

本文将生态质量作为结果变量对海南省海洋环境治

理政策效果进行分析。生态质量是指特定区域生态

系统结构、功能与环境状态的综合表现，是区域生

态系统稳定性、资源承载能力及生态环境协调程度

的集中体现。依据《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

（HJ 192—2015），生态环境状况评价以生态环境

状况指数为核心，通过生物丰度指数、植被覆盖指

数、水网密度指数、土地胁迫指数、污染负荷指数

以及环境限制指数等维度，对区域生态环境整体状

态进行综合衡量。因此，生态质量不仅能体现海洋

生态系统自然属性的优劣，还反映出海南省海洋环

境治理政策实施后生态系统稳定性、生态功能完整

性及生态环境水平的综合变化过程。

（1）制度导向型命令控制

制度导向型命令控制是指国家环境主管部门和

各级海洋行政管理部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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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对生产行为进行直接管理和强制监督［25］。

制度导向型命令控制具有强制性高、执行力度强和

效果直接等特点，能够直接通过外部力量影响相关

行为主体的行为，确保海洋环境治理目标的实现。

（2）空间治理型市场激励

空间治理型市场激励是指通过经济手段，如税

收优惠、补贴、资源使用权交易等，鼓励企业和个

人参与海洋环境治理。空间治理型市场激励具有经

济激励性、市场导向性和灵活性等特点，能够激励

企业采取环保行为，减少污染物排放，同时促进环

保技术和产业的发展。

（3）技术驱动型信息公开

技术驱动型信息公开是指政府或相关机构主动

或依申请公开海洋环境相关信息，包括海洋环境质

量、海洋资源利用、海洋灾害预警、海洋生态保护

等方面的数据、报告和政策文件，旨在通过透明化

信息披露提高公众对海洋环境的认识和参与度，促

进海洋环境治理。

（4）协同共治型公众参与

协同共治型公众参与是指通过制定和实施相关

政策，鼓励、支持和引导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海洋环

境决策、监督和行动，提高全社会对海洋环境治理

的关注度和实践能力。协同共治型公众参与具有多

元性、互动性和持续性的特点，能够增强公众意识，

促进政府监管，推动社会共治，形成政府主导、以

企业为主体、公众参与的海洋环境治理格局。

通过内容分析法对 32 份海洋环境治理政策文

本进行结构化编码，具体操作遵循以下原则：①以

句号为基本单位进行语义切分，通过相关性原则和

主题聚焦原则进行内容筛选；②对连续表述同一变

量的相邻语句进行合并，同时对多变量共现语句进

行主次分析；③编码表采用“政策文件序号—分析

单元序号”格式，构建海洋环境治理政策文本的内

容分析单元编码表（表 2）。

表 1 海洋环境治理政策工具维度描述

Table 1 Description of dimensions of policy tools for marin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工具类型 工具名称 具体内涵解释

制度导向型命令控制

污染控制与标准设定 依法设定污染物排放上限与许可审批制度，以硬性约束划定不可逾越的污染红线

监测与监管机制 构建实时监测预警网络，制定污染事故应急预案，通过常态化执法确保标准落地

生态保护与管理制度 划定生态红线与“三线一单”，推行湾（滩）长制，对部分海域实施严格的开发限制

空间治理型市场激励

资金投入与补助 以财政补助与生态赔偿机制弥补市场失灵，激励企业和地方政府主动参与海洋保护

使用权与支付机制 推行海域有偿使用制度，以价格信号引导资源合理配置，抑制过度开发

风险管理与保险机制 建立海洋环境责任保险，分散污染事故经济风险，同时倒逼企业加强环境合规

技术驱动型信息公开
环境监测与评估 定期公开水质监测数据与环境影响报告，以信息透明形成对污染主体的社会监督压力

科技与管理信息 发布治污科研成果并推广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以知识溢出提升各方治理能力

协同共治型公众参与

宣传与教育 多渠道开展海洋生态宣传教育，从需求侧培育社会护海意识，减小对海洋环境的负面影响

参与与反馈机制 畅通公众举报与环评参与渠道，将社会力量纳入治理过程，弥补政府监管盲区

表彰与激励 对有突出贡献者公开表彰，通过非物质性荣誉激励带动更广泛的社会自愿参与

表 2 海南省海洋环境治理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单元编码示例

Table 2 Example of content analysis unit coding for marin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olicies in Hainan Province

编码 《海口市湾长制规定》内容分析单元

1-1 编制海湾管理保护方案……构建海湾管理保护机制

1-2 将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保障湾长制实施

1-3 市总湾长全面负责组织领导，开展巡查协调，解决重大问题

1-4 镇（街道）级湾长负责对其责任海湾的管理保护……组织实施方案、开展巡查、协助部门执法并履行报告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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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连续模糊集确定隶属程度，所有变量赋

值区间为 0 ～ 1，并基于各个变量隶属值进行校准处

理。首先，依据政策工具维度（表 1）将各工具类型

细分为对应的子维度。其次，收集统计 12 个案例地

区在各子维度下可识别的总数，采用 fsQCA 的四值

锚值法，将各子维度的政策数量校准为 0.00、0.33、

0.67 和 1.00［26］。再次，同一条件变量下各子维度隶

属度值取算术平均值，作为该条件变量的最终校准

值。最后，根据 fsQCA 方法的技术要求，当校准值

恰好落在 0.5 交叉点时，将其调整为 0.501。结果

变量的赋值依据四值锚值法原则，对各地区可量化

的生态质量指标进行统计后完成校准。

3 结果与分析

3.1 海南省海洋环境治理政策文本演进特征分析

结合海南省建省以来的政策文本梳理可见（图 2）， 

海南省海洋环境治理呈现由起步探索、体系构建、

战略深化到转型提升的演进特征。这一过程既受国

家宏观战略导向的影响，也与海南省经济社会发展

的阶段性特征高度契合，体现出从局部性、零散化

治理向系统性、综合化治理的转变。总体而言，相

关政策不断扩展治理领域、优化制度建设，呈现数

量扩张与质量提升并重，由被动应对向主动统筹

的变化。① 1990—1998 年是起步探索阶段，以基

础立法为主，初步建立海洋环境保护制度。海南省

于 1990 年颁布《海南省环境保护条例》，为海南省

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法律保障，初步探索海洋治理政

策。该阶段政策重点聚焦于渔业资源管理与海洋保

护区建设，以限制性措施应对沿海经济发展带来的

生态压力，但在海洋污染防治、环境监测和应急管

理等领域仍较为薄弱。② 1999—2011 年海洋环境治

理由分散走向体系构建阶段，逐步拓展治理领域并

引导社会参与，推动治理政策体系系统化。1999 年 

《关于建设海南生态省的决定》首次对海洋生态环

境保护作出系统安排，推动政策体系逐步完善。该

阶段在延续渔业管理的同时，扩展至海洋环境监测

和水域环境治理领域，公众参与和环保宣传逐渐受

到重视，但在海上应急管理和排污控制方面仍存在

短板。③ 2012—2017 年是海南省海洋环境治理的

战略深化阶段，强调系统治理和多项机制协同推

进。随着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海洋强国”战

略目标和重大任务，海南省将海洋环境治理提升至

战略性高度。2016 年修订的《海南省海洋环境保

护规定》进一步细化了海岸和海洋工程建设环境影

响评价的管理要求。该阶段政策数量显著增加，治

理重心转向系统推进，环境监测、海上污染应急

管理、生态渔业调控和自然保护区管理逐渐形成

合力，治理内容更具战略性和综合性。④ 2018 年 

以来，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全面推进以及国

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双重驱动下，海洋环境治理迈

入新的转型提升阶段，突出陆海统筹与制度创新。

2022 年印发的《海南省“十四五”海洋生态环境保

护规划》，聚焦海洋空间用途管控强化、精准污染

防治实施、生态保护与修复协同推进等方面，推动

编码 《海口市湾长制规定》内容分析单元

1-5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建立湾长制议事协调机制……承担湾长制的日常实施工作

1-6 镇、街道可根据需要依法设置湾长制工作机构

1-7 开展湾长制宣传教育工作

1-8 推动建立跨部门联合执法监管制度……及时发现问题并依法予以处理

1-9 建立海湾与入海湾河流管理保护的联动机制……确定水质要求和污染物控制总量

1-10 相关湾长、河长应当组织……联合巡查和执法

1-11 健全湾长制管理信息系统……实现数据共享

1-12 受理投诉、举报并如实登记……将处理结果反馈

1-13 鼓励、引导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志愿服务、捐赠等形式参与

注：因篇幅所限，其他政策文本编码数据未列出。

续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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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陆海资源配置、产业布局、空间开发互动的协

调发展新格局。该阶段政策由单一领域治理转向综

合治理与制度创新，突出生态红线管理、海洋生态

补偿机制与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同时，海上应急管

理、环境监测、科技支撑与公众参与等环节均得到

加强，实现了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升的转型。

3.2 海南省海洋环境治理政策的必要性与组态分析

3.2.1 单个条件变量的必要条件分析

单个条件变量的必要条件分析 NCA 用于判断

必要条件的主要指标包括效应量和瓶颈水平。其

中，效应量反映的是条件变量对结果变量的限制程

度，而瓶颈水平表示当结果变量达到最大值时，条

件变量所需达到的最大值。本文利用 R-Studio 的

NCA 包，采用上限回归（CR）和上限包络分析

（CE）两种评估方法进行必要性效应量与显著性水

平分析。根据 Dul［27］、Vis［28］等提出的必要条件

判断标准，当条件变量的效应量（d）大于或等于

0.1，且置换检验的 P 值显著，即认为该条件变量是

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结果显示，制度导向型命令

控制、空间治理型市场激励、协同共治型公众参与

的效应量小于 0.1；技术驱动型信息公开的效应量

虽然大于 0.1，但其 P 值大于 0.05（表 3）。由此可

见，任何单个条件变量均不是构成海南省海洋生态

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在海洋生态治理的复杂系

统中，单一政策条件不足以独立支撑结果的实现。

为探究条件变量对结果变量必要性的变化情

况，采用 NCA 瓶颈水平分析确定不同对应的条件变

量临界阈值。结果显示，在低生态质量水平区间内

（0％～ 40％），仅存在较为单一维度的必要条件。要

达到 90％水平的高生态质量，需要 12.0％水平的制度

导向型命令控制、33.6％水平的技术驱动型信息公开

以及 39.3％水平的协同共治型公众参与（表 4）。由

此可见，从单一维度对政策进行设计对于提高生态

质量水平的作用有限，生态质量的提高依赖不同维

度的政策组合。由于不同的政策组合之间存在复杂

的协同效应，需要进一步进行条件变量的组态分析。

图 2 海南省海洋环境治理相关政策演进

Fig.2 Evolution of policies for marin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Hainan Province

以基础立法为主，初步建
立海洋环境保护制度，聚
焦渔业资源管理和海洋保
护区建设

政策样本量
3 份

起步探索阶段

• 1990 年 2 月
《海南省环境保护条例》
• 1998 年 9 月

《海南省红树林保护规定》

• 2001 年 9 月
《海南省海域使用管理办法》
• 2005 年 7 月

《海南省海洋经济发展规划》

• 2012 年 7 月
《海南省海洋环境
保护规划（2011—
2020 年）》
• 2015 年 7 月

《海南省海岸带保护
与开发专项检查实
施方案》
• 2017 年 2 月

《海南省排污许可
证试点管理办法》

• 2020 年 3 月
《海南省建立海上环卫制度
工作方案（试行）》
• 2022 年 1 月

《海南省“十四五”海洋生
态环境保护规划》
• 2022 年 5 月

《海南省生态保护红线管理
规定（2022 修正）》
• 2025 年 6 月

《海南省生态环境厅入海排
污口监督管理实施细则 

（试行）》

体系构建阶段 战略深化阶段 转型提升阶段

2017 年2011 年1998 年1990 年

政策样本量
9 份

政策样本量
12 份

政策样本量
25 份

推动海洋环境治理体系化，治理领域扩
展至海洋环境监测和水域环境治理，注
重公众参与和宣传教育

上升至战略性高度，
系统覆盖环境监测、
应急、渔业与保护
区，强调系统治理，
多项机制协同推进

进入综合统筹与制度创新阶段，
强调生态红线、生态补偿与陆海
统筹，突出精准治污和多元主体
协同，实现综合治理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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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表 1 与 fsQCA 的分析要求，对各条件变

量进行必要条件分析，进而分析条件组态的充分

性。若必要性条件检验中一致性指标大于 0.9，该

条件变量便可视为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29］。覆盖

率分数用于测度条件变量对结果的解释效能，分

数越高代表对应变量的解释力度越强。结果显示， 

4 个条件变量的一致性分数均低于 0.9，未满足必

要性检验的判定标准，因此，不存在必要条件关

系（表 5）。这一结果与前述 NCA 分析结论相互印

证，共同表明这 4 个条件变量不能单独成为生态

质量的必要条件，良好的生态环境水平效果是不同

条件变量组合的结果。两种方法从不同分析维度

指向同一结论，进一步验证了开展条件组态充分

性分析的必要性。上述分析揭示了海南省生态质

量发展的内在复杂性，需进一步通过条件组态分

析，系统识别多条件协同影响结果变量的差异化路

径，为海南省海洋环境治理政策的精准设计提供 

依据。

表 3 NCA 方法的必要条件分析结果

Table 3 Analysis results of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the NCA method

条件变量 方法 精准度 /％ 上限区域 范围 效应量 P 值

制度导向型命令控制
CR 100 0.037 0.780 0.047 0.524

CE 100 0.074 0.780 0.094 0.524

空间治理型市场激励
CR 100 0.000 0.560 0.000 1.000

CE 100 0.000 0.560 0.000 1.000

技术驱动型信息公开
CR 100 0.111 0.835 0.132 0.312

CE 100 0.221 0.835 0.265 0.275

协同共治型公众参与
CR 100 0.073 0.780 0.093 0.162

CE 100 0.145 0.780 0.186 0.160

注：同时使用 CE 和 CR 两种方法增强结果稳健性，P 值使用置换检验，重复采样 10 000 次。

表 4 NCA 方法瓶颈水平分析结果

Table 4 Analysis results of bottleneck levels in the NCA method

生态质量 制度导向型命令控制 空间治理型市场激励 技术驱动型信息公开 协同共治型公众参与

0 NN NN NN NN

10 NN NN NN NN

20 NN NN NN NN

30 NN NN NN NN

40 1.5 NN 4.1 NN

50 3.6 NN 10.0 NN

60 5.7 NN 15.9 NN

70 7.8 NN 21.8 5.1

80 9.9 NN 27.7 22.2

90 12.0 NN 33.6 39.3

100 14.1 NN 39.5 56.4

注：CR 方法，NN 表示不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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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条件变量的必要条件分析

Table 5 Analysis of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conditional 

variables

条件变量 一致性 覆盖率

制度导向型命令控制 0.776 0 0.777 1

～制度导向型命令控制 0.537 8 0.754 0

空间治理型市场激励 0.539 2 0.871 0

～空间治理型市场激励 0.806 0 0.737 6

技术驱动型信息公开 0.689 7 0.827 8

～技术驱动型信息公开 0.639 8 0.728 2

协同共治型公众参与 0.626 2 0.831 3

～协同共治型公众参与 0.640 5 0.668 3

注：～代表逻辑运算中的“非”，表示相应条件变量的“非存在”

或“缺失”状态。

3.2.2 条件组态充分性分析

条件组态充分性分析是 fsQCA 方法的核心操作

环节。借助分析软件，通常会生成复杂解、中间解

和简约解三类分析结果，本文最终选取中间解作为

核心分析汇报对象。结果表明，3 种条件组合的一

致性均达到 0.8 以上，说明上述组合具备较强的解

释效力，能够对研究范围内的多数案例予以有效阐

释，可以作为海南省海洋环境治理政策实践的充分

条件（表 6）。
表 6 条件组态充分性分析

Table 6 Sufficiency analysis of conditional configuration

变量 组态 1 组态 2 组态 3

制度导向型命令控制 ● ● 

空间治理型市场激励  — 

技术驱动型信息公开 ● ● 

协同共治型公众参与 — ● ●

一致性 0.853 9 0.878 5 0.869 6

原始覆盖度 0.558 5 0.578 5 0.313 8

唯一覆盖度 0.077 7 0.097 7 0.047 1

总体解的一致性 0.870 9

总体解的覆盖度 0.703 3

注：●表示该条件存在， 表示该条件缺失，－表示该条件存在

与否对结果影响不大。

结合表 6 的相关结果可知，3 个组态的原始覆

盖度均不高，这一结果表明单一路径组合无法对

全部研究个案形成有效解释，进而印证海南省海

洋环境治理政策的实践路径是多种条件组合作用

的结果。同时，总体解的一致性和覆盖度分别达

到 0.870 9 和 0.703 3，表明全部条件组合可解释约

70％的案例，且具备较高的必要性解释效度。

（1）存在两个条件组合路径的一致性得分超过

0.85，且原始覆盖度均大于 55％，即“制度导向型

命令控制 * ～空间治理型市场激励 * 技术驱动型信

息公开”和“制度导向型命令控制 * 技术驱动型信

息公开 * 协同共治型公众参与”（* 代表逻辑运算中

的“且”，下同），这两个条件组合对海南省海洋环

境治理政策的实践成效具备相应程度的解释效力。

（2）存在一个条件组合路径的一致性得分大于

0.85，且原始覆盖度较高，接近 35％，即“～制度

导向型命令控制 * ～空间治理型市场激励 * ～技术

驱动型信息公开 * 协同共治型公众参与”，该条件

组合可对海南省海洋环境治理政策的实践成效形成

较强解释力。

基于上述 3 种条件组合的分析结论，最终凝练

出全球—地方视域下，适配海南省海洋环境治理政

策的实践路径。

组合路径 1：制度导向型命令控制 * ～空间治

理型市场激励 * 技术驱动型信息公开

组合路径 2：制度导向型命令控制 * 技术驱动

型信息公开 * 协同共治型公众参与

组合路径 3：～制度导向型命令控制 * ～空间

治理型市场激励 * ～技术驱动型信息公开 * 协同共

治型公众参与

3.2.3 稳健性检验

第一，调整原始一致性阈值。将原始一致性水

平由 0.8 提高至 0.85 后，组态结果发生了局部调整，

但核心结论保持一致（表 7）。具体而言，原路径 1

在更严格阈值下不再独立成立，新路径 1 是原路径 1 

与原路径 2 的条件交集，说明制度导向与技术驱动

的组合在引入协同共治条件后才具备更高的条件一

致性。原路径 2 与路径 3 在调整后完整保留，表明

这两条路径的因果机制最为稳健。因此，本文核心

结论不受一致性阈值选取的实质影响，分析结果具

有较强稳健性。第二，调整 PRI 一致性阈值。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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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 一致性阈值从 0.65 调至 0.7，所产生的路径与

先前路径一致，表明研究结果比较稳健。

表 7 调整原始一致性阈值后的组态

Table 7 Configuration after adjusting the original consistency 

threshold

变量 组态 1 组态 2

制度导向型命令控制 ● 

空间治理型市场激励 — 

技术驱动型信息公开 ● 

协同共治型公众参与 ● ●

一致性 0.878 5 0.869 6

原始覆盖度 0.578 5 0.313 8

总体解的一致性 0.886 6

总体解的覆盖度 0.625 5

注：●表示该条件存在， 表示该条件缺失，－表示该条件存在

与否对结果影响不大。

3.3 海南省海洋环境治理政策实践组合模式分析

3.3.1  全球规则输入与地方制度演进：政府主导型

政策的响应模式

路径一：政府主导型组合路径为制度导向型命

令控制 * ～空间治理型市场激励 * 技术驱动型信息

公开。市场激励工具的相对缺失并未削弱组合的整

体影响，反而揭示出制度导向型命令控制与技术驱

动型信息公开之间的协同效应成为推动生态质量改

善的关键机制。制度导向型命令控制通过法规标

准、行政许可和执法监管等强制性手段，为海洋生

态环境治理筑牢屏障。技术驱动型信息公开则通过

实时数据披露、监测平台建设与污染溯源追责，将

外部监督压力内化为地方政府的行动激励，从而增

强政策执行的精准性与可信度。二者之间形成功能

互补的协同效应，共同构成驱动生态质量提升的充

分条件组合。政府主导型的政策实践主要集中在三

亚市、昌江黎族自治县、东方市等地，这些地区在

港口航运、临港工业或旅游开发等方面受全球化活

动的影响较为明显，更容易受国际环境规则与全球

海洋治理议题的制度约束。因此，这些地方政府通

过强化制度供给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将国际海洋

环境标准转化为本地行动，推动海洋生态质量持续

改善，呈现出地方政府在全球规则影响下的策略性

转向。

（1）全球规范驱动三亚透明治理模式

三亚市作为国际旅游城市，其沿海生态系统关

乎整个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①三亚港逐步发展成

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邮轮母港，面对船舶进港艘

次和旅客接待人数逐年增加带来的污染压力，三亚

市政府借鉴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国际防止船舶造

成污染公约》中对压载水管理、硫氧化物排放等要

求，制定《三亚市港口和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和

处置设施建设方案》，依托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信

息化平台实施全流程动态监管，成为海南首个实现

入海排污口全部备案的城市。②三亚市政府开展海

滩保洁与生态协同保护、建立生物多样性海洋牧场

模式、增殖放流和植树造林等活动，维护海湾的生

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同时，三亚市在海岸带陆域

200 m 内，分Ⅰ类生态保护红线区、Ⅱ类生态保护

红线区和非生态保护红线区，对开发建设进行区别

管控，严格落实“多规合一”“三线一单”及《三

亚市海岸带保护规定》《三亚市“三线一单”生态

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意见》等要求，构建制度约束与

透明监管相结合的全程管控体系。

（2）国际条约引导昌江产业结构优化模式

昌江黎族自治县作为海南省老工业、重工业基

地，立足海南自贸港西部工业走廊的区位特征，面

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等

国际条约的约束，着力化解临港工业与生态保护的

矛盾，努力构建海陆复合型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

①在全球海洋条约框架影响下，昌江黎族自治县政

府改造升级昌化港、海尾港、新港三大渔港，布局

现代海洋牧场、智慧渔业产业园等海洋产业发展空

间平台，构建海洋风险监测网络与污染物应急预案

制度。同时，针对渔业产业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

率先创新推行“深海养殖—陆海统筹一件事”，将

用海审批与深海养殖相关的多项审批事项进行整合

打包并实施联动办理，有效破除审批环节壁垒，助

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②昌江黎族自治县接入核

电产业、矿业等重点企业排污数据，同步关联生态

环境部卫星遥感监测结果，实时监测海域水质、渔



海洋开发与管理 2026 年26

业资源变化，详细公开核电站建设对海洋生态环境

的影响及相应的防护措施，增强公众信任，确保海

洋生态环境在政府主导下持续改善。针对政府主导

型路径的优化策略应重点从制度协同、信息治理和

监管优化三个方面加以完善。一是强化制度协同机

制，推动国际海洋治理规则与地方制度体系的有效

衔接，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际防止船舶造

成污染公约》等国际规范转化为地方政策实施框

架，建立相应的履约监测与评估机制，提升地方治

理与国际规则之间的制度衔接能力。二是提升信息

公开的系统性与可达性，依托数字政务平台完善入

海排污口、重点工业企业及港口污染物排放的信息

公开制度，推动海洋环境信息由被动披露向主动发

布转变，增强环境治理的透明度与社会监督效能。

三是优化命令控制型治理工具的实施方式，结合不

同县域的产业结构和生态环境承载能力，探索差异

化监管与分类执法机制，并将生态保护红线管控与

海洋功能分区管理相结合，逐步形成刚性约束与适

度弹性相结合的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

3.3.2  全球倡议推动与地方协同治理：多元协同型

政策的适应模式

路径二：多元协同型组合路径为制度导向型命

令控制 * 技术驱动型信息公开 * 协同共治型公众参

与。在制度导向型命令控制、技术驱动型信息公开

与协同共治型公众参与同时存在的情况下，海洋环

境治理往往呈现多主体协同治理格局。在这一模式

下，政府通过制度规制提供治理框架，信息公开机

制增强治理透明度，而公众与社会组织参与则扩大

了治理主体范围，从而形成政府、企业与社会多

方协作的治理体系。多元协同型的政策实践主要集

中在乐东黎族自治县、万宁市、文昌市、海口市等

地。这些地方政府在全球经济嵌入背景下联合本地

企业、社区和公众共同应对跨国污染输入与环境外

部性，形成了多元协同的治理格局。

（1）邮轮旅游推动乐东多元协同模式

乐东黎族自治县拥有“两山三湾一海”，乐东

港为邮轮游船提供停靠、补给和维保服务，保障海

上交通运输安全。面对国际邮轮旅游带来的污水排

放、塑料垃圾堆积等跨境污染压力，乐东黎族自治

县逐步形成政府、社区和渔民共同参与的多元协同

治理模式，为全球岛屿型社区应对旅游全球化挑战

提供中国方案。①乐东黎族自治县明确港口功能定

位，推进莺歌海港区对外开放码头既有查验基础设

施升级，统筹推进“五点六站”综合执法站点，强

化港区环境监管。同时，通过开展“三无”船舶专

项整治行动，完善海上执法和反走私协同机制，提

高海域管理能力。②乐东黎族自治县系统推进“六

水共治”的水环境治理思路，创新供水、污水、雨

水、再生水的建管模式，推进海岸带生态修复，加

强海岸线保护与优化利用，有效推动近岸海域水质

连续多年保持优良率高位运行。③乐东黎族自治县

高度重视河湖管理工作，建立以县委书记为第一总

河长、县长为总河长的县、镇、村三级河湖长制体

系，切实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并积极引导社区居民

和渔民参与海岸巡护和海洋垃圾清理行动。多主体

协同参与，使海岸带环境治理从单一行政管理模式

逐渐转变为社会共治模式，提高了基层环境治理 

效率。

（2）塑污治理倡议文昌网络构建模式

随着联合国“全球塑料公约”谈判及“清洁海

洋”倡议的不断推进，塑料污染已成为全球环境治

理的重要议题。文昌市海岸线长，渔业活动密集，

是全球与地方塑料治理交汇的重要节点。文昌市将

“国际塑料污染治理倡议”转化为地方实践，推动

全球议题的地方响应。①文昌市实行陆海统筹、河

海联动，从源头防治海洋垃圾污染，制定禁塑名录

负面清单、建立可追溯管理平台，同时以地方立法

破题，构建了“法规 + 名录 + 标准 + 可追溯平台 +

替代品产业”的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减少海洋垃

圾陆源输入，构建从陆地到海洋、从流域到海域的

塑料污染治理体系。②文昌市构建了政府主导、群

众参与和社会共治的生态监管体系，并通过举报奖

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流域环境监督。③文昌市积极

引导渔民在开展捕捞作业的同时，将渔网中的塑

料废弃物统一带回渔港集中处置，构建起以“渔

民—渔船—渔港—塑料回收利用”为主线的治理机

制，实现从陆源污染控制到海洋垃圾回收的全过程 

治理。



谢安祺，等：全球—地方互动视域下海南省海洋环境治理政策分析 27第 4 期

针对多元协同型路径，应着力推动协同治理机

制的制度化与常态化。一是构建多主体参与的协同

治理平台，推动政府、企业、社区及社会组织在海

洋污染防控、海洋垃圾治理等重点领域形成责任分

工明确的协同行动机制，将现有的合作实践逐步转

化为稳定的制度安排。二是完善信息共享与公众反

馈机制，通过整合生态环境监测数据、企业排污信

息及公众举报渠道，建立跨部门的海洋环境数据共

享体系，形成政府监管、社会监督与企业自律相互

衔接的治理闭环。三是强化基层社会主体参与的激

励机制，通过完善生态补偿、志愿服务激励及社区

共治机制，提升渔民与沿海社区在海洋环境治理中

的参与度与主体性，逐步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多元

协同治理模式。

3.3.3  全球压力下地方自主性再生产：公众驱动型

政策的实践模式

路径三：公众驱动型组合路径为～制度导向型

命令控制 * ～空间治理型市场激励 * ～技术驱动型

信息公开 * 协同共治型公众参与（表 8）。在制度

导向型命令控制、空间治理型市场激励和技术驱动

型信息公开相对较弱，而公众参与程度较高的情境

下，地方社会仍可能通过自组织方式形成环境治理

机制。这一模式反映了地方社会在全球环境议题传

播背景下形成的生态认同和基层行动能力。公众驱

动型的政策实践主要集中在琼海市，该市作为典型

案例展现了公众如何在全球环保议题引导下推动本

地生态行动，并探索制度化路径。

表 8 海南省海洋环境治理政策组合模式分析

Table 8 Analysis of policy combinations for marin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Hainan Province

治理模式 条件变量配置 典型地区 治理主体结构 主要治理机制 典型政策措施 生态治理效果

政府 

主导型

制度导向型命令控制 * ～空间

治理型市场激励 * 技术驱动型

信息公开

三亚市 政府主导
强化港口与旅游环

境监管

入海排污口动态监管、 

港口污染物接收设施建设

港口污染治理能力 

显著提升

昌江黎族

自治县
政府、企业 工业排污行为约束

工业企业排污数据公开、

港区污染监测网络
工业污染风险明显降低

东方市 政府主导 海岸带开发控制
海岸带空间管控、 

生态保护红线实施
海岸生态稳定性增强

多元 

协同型

制度导向型命令控制 * 技术 

驱动型信息公开 * 协同共治型 

公众参与

乐东黎族

自治县

政府、社区、

渔民
多主体协同治理

“六水共治”工程、 

海岸巡护机制
海岸垃圾明显减少

文昌市
政府、企业、

公众

海洋塑料污染协同

治理

禁塑制度、 

塑料回收网络
海洋塑料污染输入下降

海口市
政府、 

社会组织
环境监督网络 海岸志愿服务体系 海洋环保意识显著提升

公众 

驱动型

～制度导向型命令控制 * ～空

间治理型市场激励 * ～技术 

驱动型信息公开 * 协同共治型 

公众参与

琼海市
渔民、志愿

者、社区
自组织环境治理 渔船打捞垃圾行动

海漂垃圾明显减少， 

海洋生态意识增强

（1）公众参与应对琼海市垃圾治理模式

琼海市加快推进高品质现代化滨海城市建设，

受近海养殖业的发展、近海产业经济活动增多以及

全球性洋流的影响，部分海域出现海漂垃圾聚集现

象。为应对这一问题，琼海市将全球海洋垃圾治理

议题转化为地方行动，形成以公众参与为核心的治

理模式。首先，琼海市通过宣传教育和社区动员提

升公众环保意识，向居民、游客和渔民普及海洋垃

圾分类与回收知识；其次，引导企业推广可降解塑

料制品，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量；最后，琼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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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推行岸滩清理志愿服务行动，培育城乡巡查队伍、

海漂垃圾打捞及清运处置作业队伍，组织党员干部、

青年志愿者、渔民等定期开展海漂垃圾清除行动，

严控陆源垃圾入海。海南省推广的“渔船打捞垃圾”

模式在琼海市得到广泛应用。渔民在日常捕捞过程

中将海洋垃圾一并打捞并带回港口，通过积分奖励

机制兑换生活用品。该模式在不增加额外燃油成本

的情况下，实现了较大范围的海漂垃圾清理，同时

促进渔民从资源利用者向环境治理参与者的转变。

（2）生态文化引领琼海全民共治模式

琼海市是博鳌亚洲论坛的举办地，同时有著名

的国家级中心渔港—潭门港，是南海诸岛和“海

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出航点。在海洋资源开发力度

不断加大与生态保护压力不断增加的背景下，琼海

市逐步将生态文化理念转化为制度化治理实践，形

成文化引领海洋环境治理模式。琼海市针对不同海

域实施“一湾一策”，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

方式，引入专业化环卫企业，负责海域清扫、垃圾

收集与转运等工作，逐步建立陆上截、海上治、及

时清、规范处、常态管的协同机制。部分老渔民自

发组织巡海行动，参与非法捕捞监督和海上垃圾清

理，将传统渔法与现代生态养殖相结合，推动渔业可

持续发展。在“渔船打捞垃圾”模式的实践基础上，

形成渔民参与、社会协同和文化认同相结合的治理

体系，使海洋生态保护逐渐成为公众自觉行动。

针对公众驱动型路径，应进一步强化公众参与

的制度保障与持续动力。一是推动公众参与制度化

建设，在海洋环境保护相关法规政策中明确公众参

与的程序与保障机制，完善举报奖励、志愿服务认

定及成果转化等制度安排，使公众自发行动逐步转

化为常态化治理力量。二是加强生态文化与环境认

同建设，依托滨海社区与传统渔业文化，通过海洋

生态教育与环境保护宣传活动，培育公众的海洋

生态意识与社区自治能力。三是拓展数字化参与渠

道，依托信息化平台建立公众参与海洋环境治理的

反馈与互动机制，推动“互联网 + 海洋治理”模式

发展，将公众感知信息与社会行动数据纳入环境治

理决策参考体系，促进政府引导与公众参与之间的

良性互动。

3.4  全球化压力影响下海岛陆域及其周边海域海洋

环境治理重构路径

在全球—地方互动的框架下，海南省海洋环境

治理政策的重构需立足岛—海交互的整体视角。岛

屿地区的生态系统本质上是陆域与海域相互作用的

复合体，其治理成效不仅取决于单一领域的政策完

善，更依赖于陆海统筹与多层制度协同。因此，海

南省的海洋环境治理政策重构路径应同时关注海域

治理的空间统筹、陆域治理的岸带管控以及全球制

度与地方实践之间的互动。基于此，本文将从海岛

周边海域环境政策、海岛陆域环境政策与全球—地

方互动视域三个方面进行深入分析，以揭示海洋环

境统筹治理的重构路径。全球—地方互动的海洋环

境统筹治理重构路径如图 3 所示。

（1）海岛周边海域环境政策的治理重点在于

国土空间的统筹治理与生态安全屏障的构建。一方

面，应加强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管控，统筹国土空间

规划与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提升生态空间的系

统性与约束力；另一方面，应优化海洋保护区的空

间布局，构建与典型海洋生境空间分布相匹配的差

异化保护体系，提升海洋整体保护效能。同时，推

动海洋功能区划与国土空间规划深度融合，科学划

定海洋生态空间和海洋开发利用空间边界，实现海

域空间用途的统筹配置。针对深海生态系统，应加

强基础科学调查与生态过程监测，建立以生态系统

完整性为导向的深海保护政策机制。此外，需健全

船舶及其作业活动环境监管闭环体系，强化海上工

程项目的环境影响全过程监管，严格规范海洋废弃

物的倾倒和污染事故管理。海南省依托省级国土空

间规划的宏观调控作用，对近岸海域的开发建设与

生态保护功能实施统筹性引导与布局，构建以海洋

生态空间、海洋开发利用空间为主体，以海洋生态

保护红线为约束的“两空间内部一红线”近岸海域

空间管控总体格局。在海岸带综合治理实践中，恪

守生态优先的基本原则，结合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

现实需求，推行分区、分类、分段相结合的精细化

管控模式，科学划定严格保护、限制开发、优化利

用三类功能岸线，为海岸带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开发

提供明确的空间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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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岛陆域环境政策则应聚焦岸线管理、水

质保护与人类活动调控。一方面，应基于地貌特

征、生态价值与人类利用强度，实行分级分类管

理，明确自然岸线保有率目标，进而维护海岸生态

系统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另一方面，应以海域功能

区为管理单元，强化入海排放总量控制，推动水环

境治理与生态修复的协同联动。同时，应推进海洋

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提升海岸生态系统的多功能性

与恢复能力。在污染治理上应严格执行入河入海排

污口专项规划，落实排污口全过程监督管理，控制

陆源污染输入。在编制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建设工

程设计方案和城市设计时，严格落实海岸建筑退缩

线制度，以维护地貌稳定性并拓展公共亲海空间，

提升沿海地区的宜居性。海南省持续深化海岸带管

理制度体系构建，制定海岸带保护与开发利用的专

门管理办法及配套实施细则，健全自然岸线占用补

偿机制，明确沿海各市县自然岸线保有率的管控指

标，通过系统性制度设计统筹协调岸线保护与开发

利用关系，着力实现二者动态平衡，切实保障自然

岸线的保有数量稳定及生态服务功能完好，严防自

然岸线生态价值与数量规模遭受削弱。

（3）在全球—地方互动视域下，应构建以全球

海洋治理框架为引领、国家政策体系为支撑、地方

治理实践为载体的多层级联动机制。首先，需强化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国际防

止海上油污公约》及《防止倾倒废物和其他物质污

染海洋公约》等国际机制的本地制度转化能力，提

升地方治理对海洋污染防控、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蓝

碳生态系统管理等议题的政策响应水平；其次，围

绕典型海洋生态系统和关键濒危物种，应建立本地

图 3 全球—地方互动的海洋环境统筹治理重构路径

Fig.3 The reconfiguration pathways for global-local integrated marin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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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保护与恢复机制，并通过遥感监测、无人机巡查

与地理信息系统支持的动态监控与数据共享机制，

提升地方行动的国际可见度；再次，应推动基于流

域与海域单元的污染物识别与风险评估体系建设，

强化对重金属、有机污染物和微塑料等高风险因子

的动态监控，建立入海河流与排污口的关键污染物

识别与管控机制，实现污染物治理的数字化与智能

化；最后，应将地方治理纳入“海洋命运共同体”

建设进程之中，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岸滩环境多元

共治机制，整合政府监管、市场激励、社区参与和

公众监督等多种治理路径。海南省的经验表明，通

过制度创新与国际合作，可以构建兼具国际规范性

与地方适应性的制度模式。海南省将沿海岸低潮线

向海一侧 200 m 范围纳入环卫保洁体系，实现“陆

海衔接”无缝管理，并通过《海南省海上环卫作业

标准》为沿海城市提供可复制的区域经验。同时，

海南省通过搭建“欧亚海洋技术走廊”，打通“欧

洲技术—海南场景—国际标准”的转化路径，为国

际海洋观测与技术标准制定贡献了地方方案。这一

实践不仅增强了地方治理与国际规则的互动，也为

推动人类共同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制度

创新支撑。

4 结论与展望

本文以海南省 12 个沿海县（市）为案例区，

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和必要条件分析，系

统梳理其海洋环境治理相关政策文件，分析与归纳

全球—地方互动视域下海南省海洋环境治理的模式

与重构路径，主要结论如下：①海南省海洋环境

治理政策经历了起步探索阶段以基础立法和渔业管

理为主、体系构建阶段的监测拓展与公众参与战略

深化阶段的系统治理与多机制协同和高质量提升

阶段的陆海统筹与制度创新，呈现数量扩张与质

量提升并重、由被动应对向主动统筹的演进特征。 

②制度导向型命令控制、空间治理型市场激励、技

术驱动型信息公开和协同共治型公众参与等单一因

素均难以独立构成海洋环境治理成效的必要或充分

条件，海洋生态治理效果主要来源于多种政策工具

之间的协同组合。③基于条件变量组合结果，全

球—地方视域下海南省海洋环境治理政策的实践路

径可分为 3 种类型，即政府主导型、多元协同型和

公众驱动型。其中，政府主导型路径以制度约束与

信息公开为核心，多元协同型路径依托政府引导与

社会主体协作形成协同治理格局，公众驱动型路径

则在社区参与与社会自组织基础上推动环境治理实

践，揭示了地方治理路径的多样性。④针对不同治

理路径，应实施差异化优化策略。政府主导型路径

应强化国际海洋治理规则与地方制度体系的衔接，

完善海洋环境信息公开与监管机制，提升制度执行

能力与数字化治理能力。多元协同型路径应健全政

府、企业、社区及社会组织之间的协同治理机制，

完善信息共享与公众反馈渠道，推动多主体协同治

理制度化发展。公众驱动型路径则应加强公众参与

的制度保障，通过生态文化培育与数字化参与平台

建设提升社会动员能力，推动公众自发行动向常态

化治理转变。⑤在全球—地方互动视域下，海南省

海洋环境治理的持续优化还需进一步强化陆海统筹

与多层级制度协同。一方面，应加强海域空间治理

与生态保护红线管控，推动海洋功能区划与国土空

间规划的有效衔接；另一方面，应强化陆源污染管

控与岸带生态修复，构建从流域到海域的污染防治

体系。同时，应提升地方治理对国际海洋治理规则

的制度转化能力，通过多层级制度协同推动海洋环

境治理体系的整体重构。

研究表明，全球—地方互动成为当今世界发展

的重要趋势，也是推动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动力［30］。

全球环境议题的有效落实依赖地方政府在制度适

应、空间治理与能力建设方面的综合协调能力。因

此，海南省海洋环境治理政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成

功，不仅取决于国际合作机制的持续推进，也依赖

于地方政府在全球压力下的应对策略。本文的边际

贡献在于：①通过引入 fsQCA 方法和 NCA 方法，

突破了传统政策分析方法的局限性，探索了复杂情

境下政策效果的多路径实现机制。②从全球—地方

互动的视角出发，运用陆海统筹的国土空间治理逻

辑，结合海南省县域层面的政策实践，提出地方治

理应以岛—海交互为核心，推进海域保护与陆域治

理的空间协调，为提升我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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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话语权与实践贡献提供中国经验和理论参

考。然而，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与局限：①受数据

可获得性和研究周期所限，本文主要基于某一时段

的数据展开分析，对政策的长期动态演变关注相对

有限。未来，通过构建时间序列数据或结合长期跟

踪调查，将有助于更全面地呈现政策实施的动态变

化。②在基于 fsQCA 的分析框架中，条件变量和结

果变量的设定已有一定依据，但仍存在进一步细化

与优化的可能。未来，可以结合利益相关者、专家

咨询等方式，不断完善变量选择，提升研究结论的

实践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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